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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验幸福是指基于体验效用的时刻评价方式获得的多重情感体验的整合结果。体验幸福的概

念主要源于 Kahneman 等人对体验效应的重新发现与诠释。基于时刻评价的体验效用以及时刻效用的

测量假设是测量体验幸福的理论依据。体验幸福的测量方法主要有体验取样法与日重现法。基于这两

种方法的国民幸福账户与国民时间账户更加直接地分析了人们如何在各种日常活动中分配时间和进

行情感体验。同时, 体验幸福的概念及其测量为公共政策的评价与制定提供了更加真实具体的、可供

参考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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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上世纪 50 年代前, 幸福主要是哲学家关

注的主题。但是, 随着心理学家对人的积极心理

因素的关注, 幸福也逐渐成为心理学家的重要研

究主题。 
心理学对幸福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传统取向：

享乐主义取向(hedonic approach), 关注快乐, 根
据快乐的获得与痛苦的规避来定义幸福; 实现论

取向(eudaimonic approach), 关注人生的意义和

自我实现, 根据个人潜能的实现程度来定义幸福

(Ryan & Deci, 2001)。Keyes, Shmotkin 和 Ryff 
(2002)进一步将这两种取向区分为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与 心 理 幸 福 感

(psychological well-being)。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又

主要有三种取向, 每种研究取向提供一种主观幸

福感的概念 , 而且各自又依赖于不同测量方法

(Chu, Diener, Tamir, Scollon, & Diener, 2005)。第

一种研究取向将主观幸福感看作是个体对生活

以及它的各方面的总体评价, 而对主观幸福感的

测量需要被试报告他们在工作、社会关系等生活

领域的总体幸福与满意度。例如, 欧洲调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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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barometer question)。第二种研究取向将主观

幸福感看作是个体对过去的情绪体验的一种回

忆, 关注个体对过去情绪的记忆, 而其测量需要

被试回忆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相关的情绪。第三种

研究取向则将主观幸福感看作跨时间多重情绪

反应的整合, 强调即时的情绪体验。这一研究取

向从效用概念的区分出发 , 重新诠释体验效用 , 
并 基 于 体 验 效 用 提 出 客 观 幸 福 (objective 
happiness)的概念 , 也即体验幸福 (experienced 
well-being), 并发展出适合体验幸福的测量方法。

这一研究取向对幸福的重新理解与测量为公共

政策的评价与制定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科学依据。 

2 体验效用的重新发现及其评价方式 
体验幸福是基于经济学中的效用概念提出

的。Kahneman, Wakker 和 Sarin (1997) 旗帜鲜明

地区分了经济学中的两种效用：决策效用

(decision utility)和体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
而后, 又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体验效用时刻

评价(evaluation by moments)方式的体验幸福。 
2.1 效用概念的区分 

效用概念在经济学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

解。在 18 世纪时, Bentham 就提出了一种效用概

念 , 认为效用就是快乐 (pleasure)与痛苦 (pain), 
指导着“我们应该做什么”和“将要做什么”。积极

效用是能带来快乐的倾向, 与此相反, 带来痛苦

的倾向就是消极效用。这一概念虽然也对后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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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 如 Marshall 和

Edgewort 等, 但由于早期的经济学家认为, 主观

的享乐体验不能测量和观察到, 因而他们抛弃了

这一效用概念而发展了另外一个效用概念—— 
决策效用。在当前经济学与决策理论中, 效用是

指决策效用, 结果和属性的效用是指它们在决策

中的权重。也就是说, 效用是通过观察到的选择

来 推 导 出 的 , 而 且 又 用 于 解 释 这 些 选 择

(Kahneman & Thaler, 2006)。理性经济人通过选择

来最大化他们的享乐体验, 这些选择已经提供了

所有关于结果效用的必要信息, 因而 Bentham 的

效用概念被主流经济学抛弃(Read, 2007)。 
但是, Kahneman 等人(1997)则认为享乐体验

是可以测量的, 并将其命名为体验效用, 以便与

决策效用区分开来, 并在此基础上对效用进行了

更加细致地区分、分析与界定。实际上, 在对结

果的效用进行区分时, 他们也区分了两类结果：

延时结果(temporally extended outcome)和期望结

果(expected outcome)。一个延时结果是指一个或

者一组时间上相互分离的生活事件(episode) (例
如, 一次医疗检查)。基于延时结果的效用也就是

决策效用和体验效用, 而基于期望结果的效用则

是预测效用, 也就是对结果的体验效用的信念。

决策效用要么通过相似目标的直接比较, 要么通

过诸如诱导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的间接

方法得到, 是从选择中推断出的延时结果的测量

(Kahneman et al., 1997)。延时结果的体验效用则

有两种测量：记忆效用(remembered utility)和总体

效用(total utility)。记忆效用根据被试对与过去结

果有关的总的快乐或者痛苦的回溯性报告来推

断, 是对过去的延时结果的测量; 总体效用从即

时效用(instant utility)的时间剖面图中根据一系

列的标准规则来构建的一个规范概念, 是对可能

的延时结果的测量(Kahneman et al., 1997)。即时

效用(instant utility)源于当前的主观体验或者生

理指标的即时报告, 是对享乐和情感的测量。 
2.2 体验效用的评价方式 

由于体验效用是基于某一时刻的快乐与痛苦

的, 而我们对结果的评价又随着时间延伸的, 因
此基于延时结果的体验效用的评价方式需要进步

区分。Kahneman (2000a)提出体验效用的两种评价

方式：基于记忆的评价(memory-based assessment)
与基于时刻的评价(moment-based assessment)。 

2.2.1 基于记忆的评价 
基于记忆的评价接受个体对过去生活片段

或者环境的回溯性评价(作为记忆效用的)作为有

效数据。一般来说, 对一系列连续的体验进行总

体 评 价 的 规 则 主 要 有 时 间 单 调 性 (temporal 
monotonicity) 与 加 权 平 均 (weighted averaging) 
(Fredriekson & Kahneman, 1993)。时间单调性是

指, 增加痛苦的时刻会使总体的体验更差, 增加

快乐则使其感觉更好。加权平均是指, 对于增加

到整体中的任何生活片段而言, 每一时刻所分配

到的权重相同。但是, 早期的研究表明回溯性评

价并不遵循这两个规则。例如 , Redelmeie 和

Kahneman (1996) 的研究中, 结肠镜检查病人在

0~10 分量表上每 60 秒报告一次痛苦程度后, 再
报告对这一医疗程序的总体评价。结果发现, 顶
点和终点的测量与病人的总体评价的相关是 0.67, 
而检查的持续时间与病人后来的总体评价只有

0.03, 出现了持续性忽略(duration neglect)。这一

现象违背时间单调性原则 , 也意味着被试基于

“ 峰 终 定 律 ” (the peak-end rule) (Kahneman, 
Fredrickson, Schreiber, & Redelmeir, 1993)的评价

规则报告情绪体验。 
上述分析说明, 回溯性评价来测量体验效用

可能会导致被试不真实的报告, 或者说, 当被试

对总体幸福感进行评价时, 被试可能选择性地回

忆起峰值或者终点时刻的事件, 导致被试对幸福

感的报告失真。因此, Kahneman (2000b)提出基于

时刻的评价方式来测量体验效用。 
2.2.1 基于时刻的评价 

基于时刻的评价是指, 当需要对一个延时结

果进行评价时, 代表整个结果的时刻被选择与建

构, 然后, 这一延时结果就被指定为这一代表性

时刻的价值(Kahneman, 2000b)。在这一评价方式

中, 一个生活片段的总体效用源于即时效用的时

间剖面图。时间分离的相关的生活片段同样适合

于基于时刻的评价, 因为效用剖面图也可能是相

互联系的。例如, 去香港旅游的总体效用应该包

括随后的回想起来的场景。 
对总体效用的测量源于时刻效用, 而时刻效

用 的 测 量 则 需 要 满 足 以 下 条 件 ： 总 括 性

(inclusiveness); 跨 情 境 的 序 数 测 量 (ordinal 
measurement across situations); 区 别 性 中 点

(distinctive neutral point); 人 际 间 可 比 较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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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ersonal comparability); 可 分 离 性

(separability); 时间中性(time neutrality)。这其中

前四个条件是相对于时刻效用的测量的, 而后两

个条件是规范性条件(Kahneman, 2000b)。这些条

件使得时刻效用对总体效用的建构具体化。

Kahneman 对这些条件进行的具体解释如下： 
总括性是指时刻效用的测量应该包括与时

刻评价相关的体验的所有方面, 尤其是要反映以

前的事件的情感结果以及与将来事件的期望有

关的情感(如害怕、希望)。 
跨情境的序数测量是指时刻效用的测量一

定是可比较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体验一定是在同

一个量表上进行测量的。 
可区分性中值是指时刻效用的测量中, 时刻

效用的维度是两极的, 从强烈高兴到中性, 再从

中性到强烈的痛苦。可区分性中值是既不是快乐, 
也不是不快乐, 既不趋向, 也不规避。 

人际间可比较性是指对时刻效用进行测量

的量表必须是能够个体或者群体之间的进行比

较的。 
可分离性是指时刻效用的体验顺序不影响

总体效用。也就是说 , 一组活动的总体效用中 , 
一个活动对总体效用的贡献独立于该活动之前

或者之后的活动对总体效用的贡献。例如, 网球

与午餐两种活动的总体效用的测量如果遵循可

分离性的话, 那么, 尽管午餐前打网球的总体效

用比打网球后再进午餐活动的总体效用要低, 但
实际上两者对总体效用的贡献应该是独立的, 不
受顺序效用(order effect)的影响。 

时间中性是指所有时刻在总体效用中的权

重相等。总体效用是对已经完成的结果的测量 , 
因而是对事实进行评价 , 不像决策效用(系列事

件中最近的那一部分权重更大)和记忆效用那样

(例如 , 峰终定律), 结果与评价之间的时间差异

与评价无关。 

3 体验幸福的概念 
实际上, 在 Kahneman 看来, 两种评价方式

对应着两种自我, 基于记忆的评价对应于记忆与

评价自我(remembering and evaluating self), 而基

于时刻的评价对应于体验自我(experiencing self), 
而两种自我又对应于幸福的两种成分, 即体验幸

福(experienced well-being)与评价幸福(evaluated 
well-being)前者指个体在一定时间内体验到的即

时情感状态的统计结果, 而后者是指在同样的时

间内个体对其生活的总体的主观评价(Kahneman 
& Riis, 2005)。 

体验幸福也就是 Kahneman 早期基于时刻评

价方式以及时刻效用的测量假设提出的客观幸

福的概念。客观幸福是指满足时刻效用测量假设

的总体效用 , 是通过测量个体的情绪状态(特别

是某一时刻的情绪状态)而获得的基于时刻评价

的 总 体 效 用 (Kahneman, 2000b; Alexandrova, 
2005)。而“客观”一词意指体验的评价与判断是根

据客观规则来形成, 但是最后数据的收集还是源

于主观体验。因此, 可以说, 体验幸福是基于体

验效用的时刻评价方式获得的多重情感体验整

合的结果。而最大的幸福也就是体验效用的最佳

时间整合(Hsee & Hastie, 2006)。 
实际上, 评价幸福相对于第一种和第二种研

究取向所要关注的主观幸福感, 而体验幸福是第

三种研究取向所要关注的主观幸福感。从本质上

来说, 评价幸福与体验幸福都是主观的, 都是一

定时间内的幸福水平。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 
但两者有一定的差异。第一, 评价方式的不同。

虽然两者都是对生活的评价, 但各自的评价方式

不同。评价幸福是基于记忆的评价方式的总体回

溯性报告而获得的 , 如世界价值调查 (world 
values survey), “总的来说, 你对这些天的生活满

意度如何？”。而体验幸福是基于时刻评价方式的

即时报告而获得的, 而且, 体验幸福的测量可以

避免被试的记忆偏差带来的不真实报告。评价方

式的不同也导致了两个概念的侧重点不同, 评价

幸福更加侧重过去的生活体验总体感觉, 而体验

幸福强调即时体验。也就是说, 两者从不同的时

间角度来理解幸福, 前者侧重过去, 而后者侧重

当下。第二, 两者所对应的测量内容不同。前者

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 包括人们的情绪反应、

领域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总体判断 (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 侧重从总体上测量

人们对生活的总体评价; 而后者则是一个相对具

体的概念, 将关注点主要放在人们生活中的情感

体验以及在具体的生活事件中的时间分配。基于

这两者的差异, 研究者也发展了体验幸福的测量

方法。 

4 体验幸福的测量方法 
根据体验幸福的定义与测量时刻效用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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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条件, 其测量方法应该让被试尽可能直接地在

真实的时间下报告享乐与情绪体验, 而且要分配

适当权重到生活的各部分 (Kahneman, Krueger, 
Schkade, Schwartz, & Stone, 2004a), 还要尽可能

避免自我报告中的问题框架的影响 (Schwarz, 
1999, 2007; Schwarz & Strnck, 1999)。对此, 研究

者主要发展了以下几种测量体验幸福的方法, 并
进一步提出测量社会或者国家层次上人们的幸

福水平。 
4.1 体验取样法 

体验取样法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SM)是一种通过信号设备来收集个体在自然情

境下当前的行为与情感体验数据的方法。一般认

为, ESM 与生态瞬时评估(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EMA)是性质相同的方法, 都是在真

实时间测量个体即时体验的方法, 只是它们源于

不同的研究传统(Trull & Ebner-Priemer, 2009)。近
年来, 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行为科学研究, 尤其

是临床评估。在使用这一方法时, 被试在一定时

间内(几天或几周), 无论去哪里都随身携带一个

电子记事薄(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s, PDAs), 例
如掌上电脑(palm pilots), 而且在这几天的时间

中, 实验者在某一时间通过 PDA 提示被试回答

相关问题, 从而获得个体参加各种活动时的即时

体验 (Shiffman, Stone, & Hufford, 2008; Riis, 
Loewenstein, Baron, & Jepson, 2005)。 

基于时刻评价的体验幸福的测量也需要被

试报告真实时间下的情绪体验, Kahneman (1999)
首次提出使用 ESM 来测量体验幸福。此后, 一些

研究者采用 ESM 来测量体验幸福。例如, 在一项

研究中, 每个被试要在一周内每天(从早上 7 点半

到晚上 10 点)8 次根据程序手表设定的时间和发

出 的 信 号 来 报 告 他 们 的 活 动 与 情 绪

(Csikszentmihalyi & Hunter, 2003)。当听到信号时, 
被试要完成一个包括开放性问题和多项目选择

的表格与一个封闭式量表。开放性问题要求被试

回答他们此刻正在做什么活动, 多项目选择问题

要求被试回答自己此刻与谁在一起, 而封闭式量

表则要求被试回答与这一时刻有关的范围更广

的情感与情况。更具体地说, 开放性问题也被分

为各种类别, 例如学校(学习, 听讲座)、主动休闲

(玩游戏, 运动)、消极休闲(看电视, 听音乐)等等。

而情绪量表则包括快乐(悲伤)、强(弱)、自豪(害

羞)、友善(孤独)、激动(无聊)、主动(被动)的 7
点量表与一个 10 点量表(要求报告“你是否觉得

你自己很好？”)。基于被试在一周时间内的各时

刻的反应, 结果不仅可以获得被试的即时情感体

验情况, 还可以了解被试的时间使用状况, 因而

研究者可以对比不同被试在不同时间的幸福  
水平。 

显然, 该方法由于要求被试即时报告当前的

行为与情感, 所以克服了回溯性报告所产生的回

忆偏差, 从而最大化生态效度。但是, ESM 也存

在一定的局限 , 例如 , 不适合大样本的测量

(Kahneman & Krueger, 2006),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

间和金钱等。 
4.2 日重现法 

日重现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DRM)
是在 ESM 的基础上结合时间预算测量而发展起

来的调查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方法。DRM 评价

人们怎么花费他们的时间和怎么体验他们生活

中的各种活动和安排(Kahneman et al., 2004a)。 
该方法要求被试通过完成结构化的问卷来

重现前一天的生活。根据 Kahneman 等人(2004a)
的研究可知, 这一问卷包括四部分。在第一部分

中 , 被试首先需要回答一些自己生活的一般性

问题(如最近几天对总体生活以及在家与在工作

中的生活满意情况)以及一些背景信息(出生、性

别、婚姻、子女以及薪水等等)。在第二部分中, 被
试需要根据设计好的步骤来来记录前一天在某

一段时间内的具体活动。在第三部分中, 被试需

要回答对先前记录的每一项活动进行的时间、地

点、和谁在一起等具体的细节问题, 而且要对自

己在这些活动中的情绪体验做出评价。在第四部

分中 , 被试需要回答自己各种情绪体验的时间

分配情况, 以及一些与工作有关的具体情况。 
日重现法符合与各种环境与活动相联系的

体验效用的特征, 而且提供了人们在各种情景、

活动中如何分配时间的测量数据 (Kahneman & 
Riis, 2005), 因而是适合测量体验幸福的方法。基

于对幸福的不同理解所采用相对应的测量方  
法—— 日重现法获得的研究结论与幸福感测量的

金标准——ESM 的结论一致。例如, 在 Kahneman
等人(2004a)对 1080 美国在职妇女首次采用日重

现法来测量体验幸福的研究发现, 个体在日常生

活中体验到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差异较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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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情绪相对较少出现且不严重, 而且被试在大

多数时间内表现出积极情绪。这一结论与早期

ESM 的研究结论一致。 
这一研究工具无论是对基于体验效用概念

的体验幸福及其评价规则的探讨都有着重要的

应用价值。例如, 相对于以前的实验室研究中被

试只对结肠镜检查的病人的负向情绪进行报告 , 
Miron-Shatz (2009)使用日重现法要求来自美国、

法国和丹麦的被试分别报告他们在过去一天中

每一个生活片段事件的正向和负向情绪进行报

告, 并分别计算持续性时间平均净情绪(duration- 
weighted net affect)与峰值和终值的净情绪。结果

表明, 与峰终定律的预测相反, 持续性时间平均

净情绪是被试对前一天的生活的总体评价的最

好预测标准。 
根据这一方法来测量被试的生活质量 , 

Kahneman 等人(2004a)认为日重现法有如下重要

优点：对客观活动与主观体验进行联合评价; 对
每一个生活片段的体验的持续时间能进行持续

性权重分析; 与体验样本相比, 被试的负担大大

减轻, 被试报告的活动与体验更加全面; 相比于

日常体验的总体报告, 日重现法的回溯性报告偏

差更少; 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需要, 采纳其他的

工具(量表), 因而具有很高的灵活性。此外, 采用

日重现法得到的数据不仅可以比较生活环境对

情感体验与总体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比较, 也可以

用于被试间的比较(如不同年龄组之间的比较)或
者被试内的比较(如一天中不同情境与时间的比

较)。个体的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与对情感体

验的比较为伊斯特林悖论 (Easterlin paradox) 
(Easterlin, 1995, 2001)的解释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Kahneman et al., 2004a; Kahneman, Krueger, 
Schkade, Schwarz, & Stone, 2006)。而基于被试间

的比较在微观层面上为个人的幸福感研究提供

令人信服的数据支持, 在宏观层面上 DRM 则成

为国民幸福水平的测量以及国家间的幸福水平

的比较的科学的工具。 

5 基于体验取样法与日重现法的国民幸福

感测量 
在 ESM 和 DRM 基础上, 研究者进一步提出

国民幸福感的测量方法 , 即国家幸福账户

(national well-being accounts, NWBA)、国民时间

账户(national time accounting, NTA)以及 U 指数

(U-index)。 
5.1 国民幸福账户 

NWBA 是指某国国民一定时间内参加各种

活动的净情绪体验的总和。NWBA 是在体验幸福

概念及其测量方法—— DRM 的基础上提出的 , 
Kahneman, Krueger, Schkade, Schwarz 和 Stone 
(2004b)提出其计算公式。根据体验效用的概念 , 
体验效用可以表示为： 
 i ij ijjU h μ= ∑  (1)  

hij 是个体 i 参加活动 j (如与配偶一起洗碗)
的时间, 而 uij 是指在 j 活动时的净情绪体验。因

此, 某一国家的幸福总值可以表示： 
 /i ij ijjWB h Nμ= ∑ ∑  或者 j jWB H μ′ = ∑  (2) 

N是该国的人口总数, μij是指个体在 j活动时

的平均净情感体验(average net affect experienced), 
Hj 则是指活动 j 的花费的平均时间。根据公式(2), 
个体的净情感与时间使用的数据可以通过 DRM
来收集 , 每个人在活动 j 时的效用也可以通过

ESM 或者 DRM 来获得, 而 Hj 可以通过独立的调

查 (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每月时间使用调查 )来   
获得。 

与生活满意度的自上而下的测量方式相比 , 
国民幸福账户基于自下而上的方式通过个体参

加活动的情感体验以及时间分配来测量国民幸

福感(Kahneman et al., 2004b)。由于其数据主要由

DRM 来收集, 因而国民幸福账户的测量也拥有

DRM 的优势。NWBA 有三个方面的用途：第一, 
一国的幸福感水平随着时间的变化的情况可以

知道, 而且幸福水平的增加或者减少也可以分解

为由于各种情况下的时间分配的改变的成分或

者由于给定的情境下的情感变化的成分 ; 第二 , 
对一定时间内的分组人口(贫困者与富裕者)而言, 
幸福水平的差异可能归因于不同活动的不同时

间分配以及这些活动所产生情感差异; 第三, 国
家之间的差异也可以根据时间分配情况与情感

差异来做类似的分解(Kahneman, etal, 2004b)。 
5.2 国民时间账户 

Krueger, Kahneman, Schkade, Schwarz 和

Stone (2008) 提出一个更加内涵更加丰富的概 
念——NTA。同样, NTA 是一种基于时间分配与

情感体验的测量社会幸福特征的方法。NTA 可以

测量、比较和分析人们花费时间的方式一系列方

法, 包括对某一时间内不同国家或者一国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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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群体之间的测量、比较和分析。 
NTA 需要收集个体评价时间使用(evaluated 

time use)的数据, 虽然 ESM 和 DRM 都能够获得

个体在时间分配上的数据 , 但 Krueger 等人在

DRM 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更加简便且实用的方

法, 以适应 NTA 对社会幸福的测量, 以及不通过

国家之间的幸福的比较。Krueger 等人(2008)提出

使用 DRM 的电话调查版本, 即普林斯顿情感与

时间调查(Princeton affect and time survey, PATS)
来测量人们的时间使用情况。这一方法始于使用

美国劳动局的时间使用的调查问卷 , 但是

Krueger 等人将该问卷中的一些不相关的问题删

掉。具体来说, 和日重现法一样, 被试需要描述

在前一日每一个生活事件(一段时间内被试参加

的具体的活动)发生的具体情况(在哪里, 做什么

以及和谁在一起等问题)。当一整日的生活事件都

被评价完后, 3 个生活事件根据时间持续性比例

被随机选取, 然后被试要对着 3 个随机选取的生

活事件回答一个包括 6 种情感体验(痛苦、快乐、

疲倦、压抑、悲伤与有趣)的 5 分钟的模式化问题, 
而且这 6 种情绪报告的顺序是随机的。 

研究发现, 采用 PATS 所获得的个体的时间

使用与情感体验的结果与采用 DRM 所获得的结

果是一致的 , 而且其效度也是一致的 (Krueger, 
Kahneman, Fischler, Schkade, Schwarz, & Stone, 
2009)。 
5.3  U 指数 

NTA 以 U 指数作为幸福感的指标来表示一

个社会或者国家的幸福水平, 而且, 研究者可以根

据需要比较不同个体或者国家之间的幸福水平。 
U 指数是测量个体花费在不愉快状态下的时

间 , U 代 表 不 快 乐 (unpleasant) 或 者 不 想 要

(undesirable) (Kahneman & Krueger, 2006)。U 指

数高的意味着幸福感低, 而 U 指数低的话意味着

幸福感高。根据他们的理论, U 指数的计算需要

先确定哪些生活事件是不愉快的或者不愉快的。

然后, 根据每个不愉快的事件的时间, 研究者得

到个体花费处于不愉快状态的时间与一天的总

时间相比所得到的一个分数, 即 U 指数。对于不

愉快事件的区分, 他们认为如果个体在日重现法

中对一个消极生活事件报告出最强烈的情感时 , 
那么这一生活事件就被认为不愉快的。这一区分

方法表明, 愉快或不愉快是以序数测量来区分的, 

这使得U指数不仅解决了个体在报告时对要回答

的问题的潜在的理解不一致问题, 而且可以用于

比较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之间幸福感的异同和不

同活动所带来的情感体验的异同。 
与 NWBA 户的规范性分析方式不同, NTA 则

通过U指数的方式来实现其对国民幸福感的描述

性分析。事实上国民幸福账户只停留在理论假设

上, 而国民时间账户则已经用于实证中的国民幸

福的测量、分析与比较。例如, Krueger 等人(2008)
使用 PATS 来调查美国人的时间使用情况以及情

感体验, 然后通过 U 指数来比较不同群体之间、

不同活动之间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幸福感。结果

发现, 男人的 U 指数比女人低, 黑人和西班牙裔

的美国人的 U 指数比白人的要高; 而在各项活动

中, U 指数最高的活动是做家务、接受医疗服务, 
为挣钱而工作等, 而 U 指数相对较低的活动主要

是自由选择的活动, 如宗教祈祷、运动、娱乐与

社交活动等; 看电视、烹饪与志愿活动的 U 指数

则是中等(列举的只是部分结果, U 指数实际上可

以提供更多的比较)。 
更加吸引人的成果则来自于幸福感的跨国

比较。研究者使用 “合成 ”U 指数 (“synthetic” 
U-index)某一国家的幸福感水平 , 进而比较两国

之间的总体幸福感差异。对于活动 i 的“合成”U
指数(UJ, K)的计算公式如下： 
 ,

j k
j k iiiU H U= ∑  (3) 

其中, j
iH 代表国家 j 的时间分配, Ui 是指国

家 k 的 U 指数(Krueger et al., 2008; Krueger et al., 
2009)。研究者选取美国和法国两个城市的女被试

使用 ESM 收集的数据表明, 如果依据法国和美

国妇女的时间分配(要么是通过美国妇女评价活

动的平均数, 要么是通过法国妇女评级活动的平

均数)来进行测量, 那么法国妇女的“合成”U 指数

要低于美国妇女的“合成”U 指数。尽管研究者选

取的是美国和法国的两个城市的被试 , 而且“合
成”U 指数的差异并不在统计学上显著, 但该方

法适合更大样本的“合成”U 指数的计算, 因此将

该结果推广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可能更加精

确的评估幸福水平的差异。 

6 基于体验幸福及其测量的公共政策评价 
基于体验效用概念的体验幸福不仅可以通

过科学的测量方法来直接测量, 而且其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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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全面的反映了人们的生活, 因而也为公共政

策的评价以及制定提供了更具有参考价值和更

值得信赖的科学依据。具体地来说, 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应用体验幸福的研究成果来评价与

制定公共政策。 
第一, 体验效用作为公共政策评价标准。公

共政策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 或者说, 幸福最大

化。目前, 经济学在公共政策的评价和制定中其

中最重要的作用 , 但经济学并不直接测量幸福 , 
而是通过测量个体的选择来推断其偏好, 进而根

据个体的偏好来制定公共政策。也就是说, 政策

的评价和制定是基于决策效用的。更多的收入导

致更多的自由选择, 更好地获得决策者偏好的商

品, 从而体验到更大的效用。当人们是完全理性

时 , 他们的选择将会使得公共政策的效用最大

化。但是, 正如伊斯特林悖论所揭示的那样, 收
入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导致幸福水平的提高。单纯

的收入指数忽略了更加重要的内容 (Diener & 
Seligeman, 2004)。因而, 幸福指数应该纳入到公

共政策的评价中来。实际上, 主观幸福感及其测

量价值对公共政策的评价也被经济学家与其他

社 会 科 学 家 注 意 到 (Diener, 2006; Diener & 
Seligeman, 2004; Frey & Stutzer, 2002; Layard, 
2005)。同时, Kanhneman 和 Sugden (2005) 提出

采用体验效用作为经济政策的评价标准, 也就是

说, 以最大化人们的享乐体验作为经济政策的评

价标准。Loewenstein 和 Ubel (2008) 则认为, 公
共政策的评价需联合基于选择的决策效用与基

于享乐的体验效用两种标准, 而且视具体情况的

需要。如果以体验效用来衡量公共政策的话, 那
么, 基于体验效用的体验幸福及其测量方法则是

为这一评价标准提供可供参考的具体指标 , 如
NWBA、NTA 与 U 指数。 

第二, 应用体验幸福的测量方法为公共政策

的评价与制定提供有可供参考的数据。EMA、

DRM 以及体验幸福的国民账户测量为公共政策

的评价提供了更加丰富、客观的科学数据, 而且

基于这些测量方法所获得的数据为公共政策的

实施提供了参考。就基于时刻评价方式的体验幸

福而言, 其测量方法主要关注个体在不同活动中

的时间分配与情感体验。相对地, 政策制定者不

仅可以通过国民幸福账户或者国民时间账户来

了解新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国民幸福水平的变

化, 而且可以通过人们参加的活动的时间分配情

况及其情感体验情况, 从而评定相关的政策对国

民幸福水平的影响, 进而制定合适的政策。具体

来说, 政府或者商业机构可以根据 NWBA 或其

中人们在不同活动中的时间分配情况与情感体

验情况, 来评价各个领域的政策结果, 如公共医

疗健康、社会服务、娱乐、工作以及环境等具体

领域(Diener, 2006)。当然, 体验幸福作为评价公

共政策的一个指标 , 与其他指标是互补的关系

(Krueger et al., 2008)。 
总的来说, 体验幸福的研究者从效用的区分

到体验效用的重新发现, 并提出与发展基于体验

效用的体验幸福概念与测量方法, 再到其对公共

政策中的应用启示, 循着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

观相结合的思路, 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提供了新

的视角, 从而为人们的幸福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新

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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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enced well-being is an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emotional responses measured by 
moment-based assessment which is based on experienced utility. The concept of experienced well-being 
proposed by Kahneman and his collaborators mainly stems from their rediscovery and interpretation for 
utility. Experienced utility moment-based assessment and hypotheses for measuring moment utility 
constitut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experienced well-being. The methods for measuring experienced 
well-being mainly include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and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Based on these two 
methods, national well-being accounts and national time accounts analyze more directly how people 
distribute their time and how they experience emotions in daily life. Furthermore, the concept of 
experienced well-being and its measurement offer concrete, real and referable scientific data for evaluating 
and making public policies. 
Key words: experienced well-being; experienced utility;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public policy 
 




